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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汉墓竹简
《孙子兵法》之文献学价值刍议

黄朴民

摘 要: 汉简本《孙子》的文献学价值是多方面的: 其篇目次序的排列，不同于传世宋本，即始于《计

篇》而迄于《火攻篇》，特点是以战争价值观为立足点，注重“兵凶战危”的用兵宗旨与原则，这显然是对孙

子兵学思想更为合理的逻辑揭示。它的文字内容本身，澄清了传世历史典籍中征引《孙子》之文有异于传

世本《孙子兵法》文字的谜团，如“攻则有余，守则不足”当作“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卒善而养之”实为

“卒共而养之”，传世本“上将军”中“军”字乃衍文，等等，皆赖竹简本发现而得以说明。再则，汉简本与传

世本的有差异性文句，虽均可疏通解读，但汉简本的文义与语境显然更贴切妥恰，如“合之以文”即明显优

胜于“令之以文”。至于汉简本与传世本比较，有助于了解和认识《孙子》流传过程中所折射的特定历史文

化精神风貌，如竹简本《形篇》“无奇胜”之悄然“失踪”，竹简本《计篇》中“顺逆，兵胜也”的文字被删去，等

等，即为显著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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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简牍，其中有关古代兵书的竹简占了相

当大的比重。这些兵书竹简对于破解历史上孙子之谜，判断《孙子兵法》成书的大致时代，釐定《孙子

兵法》“十三篇”的篇章次序，对勘《孙子兵法》传世本的文字内容，释读《孙子兵法》的某些疑难章句、
阐明《孙子兵法》的相关军事原则，深化有关孙子所处时代之社会变革性质的认识、梳理《孙子兵法》
与“古司马兵法”之间的渊源关系，佐证传世古籍的流传规律、恢复或接近《孙子兵法》的原典状态，均

具有重大的文献学术价值。
如果将汉简本《孙子》与传世的《孙子兵法》宋刻“武经本”、“十一家注本”进行对勘比较，认真考

察两者之间的异同，并就导致这些异同之所以发生的深层次历史文化原因做出解释说明，无疑会有助

于我们深化对有关出土新资料与传世文献在兵学史、思想史考察方面所发挥功能的认识。

一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孙子》最早手抄本。据专家研

究，汉简本《孙子》陪葬的年代大约在建元元年( 公元前 140) 到元狩五年( 公元前 118) 之间。从字体

风格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汉文景时期，较历史上早期著录《孙子》的《史记》要早数十年到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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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① 有的学者据此而论定汉简本与今之传世本相比，更接近于孙武的手定原本。② 我们认为，这一

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汉简本在校勘传世本《孙子》方面确有相当的价值，但却不尽全面。因为汉简本

虽弥足珍贵，但终究并非完璧。且刘向、任宏诸人校书，乃是综合勘比众多《孙子》古抄本，多方征考，

择善而从，而成定本的，其质量当较汉简本为胜。从这个意义上说，汉简本可资参考，然不宜过于迷

信。汉简本的最佳整理本，系文物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
汉简本《孙子》对深化《孙子兵法》的研究，首先是给我们就《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篇目次序，提

供了一个更合理的编排序列。
传世本《孙子兵法》的“十一篇”编排序列，是始于《计篇》，③而终于《用间篇》。在全书的内容逻

辑上看，这是成立的，也是合理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是孙子兵学思想的

重点内容。《计篇》的中心内容，即是阐述“知彼知己”的基本方法，强调“五事七计”，具体地讲，就是

从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着眼，通过七个方面的具体比较，对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优劣做出正

确的估价，在此基础上对战争的可能性结果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好自己这一方的战

略决策，这叫做“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在他看来，必须先有胜利的条件，先有胜利的

方案，先有胜利的把握，才可以对敌一战。这就是所谓的“先胜”。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要“料敌

制胜，计险厄远近”，认为这才是巧妙驾驭战争的“上将之道”。这就决定了孙子把战略决策和作战指

导的制定和实施立足于“先胜”的前提之上。
然而，如何达到“先胜”的目的呢? 孙子认为，必须通过主观上的不懈努力来加以实现，而努力的

正确方向，则是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种情况，预测各种变数，在此基础上正确筹划战略全局，机宜实施战

役指导，以赢得战争的胜利。用他的话说，即是“知彼知己，胜乃不殆; 知天知地，胜乃不穷”。④ 由此

可见，以“知彼知己”为主要方式的“先胜”思想，是孙子制胜之道的出发点和基础。故曹操有云:“审

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⑤可谓得其要旨。
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 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 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知天知

地，胜乃不穷”。可见，孙子所说的“知”，既包括战略层次对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如“五事”、“七

计”。也包括对战役、战术层次敌我双方虚实强弱的比较，还包括对战场环境的了解，如“知天知地”，

“知战之日，知战之地”。
孙子对“知”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视。他认为，战争中的“知”包括敌我双方政治、经济

财力、军事和自然环境条件诸方面的因素。具体来讲首先是战争的决策谋划和指挥者国君与将领，国

君必须善于“修道而保法”( 《计篇》)、“择人而任势”、“安国全军”，他必须具备“动而胜人”的“先

知”，他从不“怒而兴师”，他的政令军令通畅无阻，兵民愿与他同生共死而“不畏危”。总而言之，他文

武兼备、智谋超人、治国有道、安民有策、知战知兵。将领必须具有“智、信、仁、勇、严”的素质，必须

“尽知用兵之利”、明察“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善于“形兵”“造势”，深谙“奇正之术”、“迂

直之计”，能“伐谋”和“不战而屈人之兵”，深懂诡道，做到“攻而必取，守而必固”，善“修其功”，“进不

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还要看兵器是否锐利先进，兵士是否训练有素，粮饷是否

充足，编制是否合理，通讯是否通达，信息情报是否充足。还要掌握季节、气候和天气的变化，了解地

形、地物、地势、交通情况及行军路线怎样，“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 《虚实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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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胜乃不穷”，乃“十一家注”本的文字，在“武经本”中，则作“胜乃可全”。
曹操:《孙子注·序》，见《曹操集》文集卷三，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18—119 页。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子兵法》有关“知”的内涵其实包含了“知行合一”的根本要素，这也就

是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孙子兵法》中有些论述，今天看起来至少在表面上存在

着很大的矛盾，前后说法颇不一样。如《形篇》中讲到: “胜可知而不可为也。”意即胜利可以预知，但

是却不能去强求。然而《虚实篇》却又讲什么“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这里“不可为”变成了

“可为”，似乎讲不通，在同一本《孙子兵法》里面怎么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呢? 其实这并不是

传抄之中出现了错简，而恰恰反映了孙子思维理性的深刻与辩证。即: 一方面战争是一种客观社会现

象，你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从事军事活动; 但是同时，作为战争指导者在战

争面前不是无所作为的，不是被动的，而应该积极主动地去创造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胜利的可能

及早转化为现实。可见“胜可知而不可为”与“胜可为也”两者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对立统一

的，前者是就尊重战争客观规律性角度发论，后者则是从发挥将帅主观能动性发论，浑然一体，相辅相

成，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①

正是由于“知彼知己”的极端重要性，《孙子兵法》以《计篇》为全书的首篇，在其中起到提纲挈

领、总揽全局的作用，也就十分自然了。考竹简本《孙子兵法》十三篇中，②《计篇》亦为其首篇。
然而，竹简本与传世本《孙子兵法》的结束篇，则并不相同。传世本为《用间篇》。考察《用间篇》

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其列为整部《孙子兵法》的终结篇有其内在逻辑合理性。它主要论述在战争

活动中使用间谍以侦知、掌握敌情的重要性以及间谍的种类划分、基本特点、使用方式等等。它是孙

子从理论上对前人丰富的用间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是中国古代用间思想体系基本形成的重要标志。
孙子主张战争指导者必须做到“知彼知己”; 而要“知彼”，即“知敌之情者”，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就

是用间。孙子认为同战争的巨大耗费相比，用间实在是代价小而收效多的好办法。反之，如果因为爱

惜爵禄不使用间谍，盲目行动，导致战争的失败，那才是十足的罪人。接着，孙子充分论证了使用间谍

的原则和方法，他把间谍划分为五大类，即因间、内间、反间、生间、死间，指出“五间”的不同特点和功

用，主张“五间并用”，而以“反间”为主，并提出了“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的

用间三原则。同时孙子还指出了用间的必要条件: “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

得间之实。”把它们看作是正确发挥“用间”威力的重要保证。
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是绕同心圆，起点与终点重合，即所谓“功德圆满”。《孙子兵法》同样体现

了这么一种文化精神。从算计、预测敌情( 《计篇》) ，经战争准备( 《作战篇》) 、运用谋略( 《谋攻

篇》) 、发展实力( 《形篇》) 、创造有利态势( 《势篇》) 、灵活用兵、争夺先机、因敌变化而取胜( 《虚实

篇》、《军争篇》、《九变篇》) ，到解决“处军相敌”( 《行军篇》) 、利用地形( 《地形篇》) 、掌握兵要地理

( 《九地篇》) 、实施火攻( 《火攻篇》) 等更具体的战术问题，恰好一个完整的战争程序，现在又回复到

《用间篇》的预知敌情，重新开始，等同于环绕了一个大圆圈，这就是周而复始、否定之否定的大循环。
从这个意义上说，《用间篇》既是全书的终结，也是《孙子兵法》兵学理论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象征，

其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
日本学者山鹿素行也认为《用间篇》是对首篇《计篇》的前后呼应，是全书的浑然一体之标志，他

在《孙子谚义》中阐述了他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认识: “愚谓，始计之一篇者，兵法之大纲大要也。
作战、谋攻者次之，兵争在战与攻也，战攻相通，以形制虚实，是所以军形、兵势、虚实并次，此三篇全在

知己。知己而后可军争，军争有变有行，故军争、九变、行军次之，是料敌知彼也。知己知彼而可知天

知地，故地形、九地、火攻次之。地形、九地者地也，火攻因时日者天也。自始计迄修功未尝不先知，是

所以序用间于篇末，三军所恃而动也。然乃始计、用间二篇，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之纲领。军旅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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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可外之。作战、谋攻可通读，形势、虚实一串也，地形、九地一意也，火攻一意。始计、用间在首尾，

通篇自有率然之势。”①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简牍材料中，著录有“十三篇”篇题的木牍，其内容表明，在西汉初期，

《孙子》一书的篇目次序与后世传本的篇目次序有较大的差异。据王正向《孙子十三篇竹简本校理》
一书统计，两者之间，“十三篇”中只有《计篇》、《形篇》、《军争篇》、《地形篇》、《九地篇》五篇的篇次

相一致，其余八篇则次序不同。② 这中间，尤以结束篇的差异最为引人关注。在竹简本中，“十三篇”
的终结篇为《火攻篇》，而非众所周知的《用间篇》。

我们认为:“十三篇”在全书结构中的安排，是孙子颇有深意处置的结果。这里，就有必要认真考

察《孙子兵法》的核心价值观究竟是什么。我认为，“知兵而不好战”乃是孙子著述兵书的基本立场和

根本出发点。春秋时代战争频繁，诸侯列国争霸与兼并一日无已。《墨子·非攻下》云:“入其国家边

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堙其沟池，攘夺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

迁其重器”;《孟子·离娄》也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等等，就是当时战争日

趋激烈与残酷的形象写照。《孙子兵法》当然要反映这一时代特色，这就决定了孙武在战争问题上鲜

明地提出慎战与备战并重的主张，换言之，“安国全军”是孙武战争观的基本主线。
孙武对战争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

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既然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所以孙武多次告诫并提醒统治者，必

须慎重对待战争，指出:“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

良将警之。”对于那种缺乏政治目标和战略价值而轻启战端的愚蠢做法，孙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主

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火攻篇》) 并要求战场指挥员做到“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

战可也”( 《地形篇》) 。所以，如果按孙子“慎战与重战至上”的战争观念这一内在逻辑主线，那么，

“十三篇”始于“兵者，国之大事”，而终于“安国全军之道”，以“重战”和“慎战”为全书之核心宗旨以

贯穿于全书，也完全成立，它遂使《孙子兵法》全书“譬若率然”之势得以毫无滞涩，通贯融会。
很显然，无论是传世本始于《计篇》，终于《用间篇》; 抑或竹简本始于《计篇》，迄于《火攻篇》，均

是各有理据，可以成立的。其区别在于传世本的篇次结构序列设计，更注重按用兵制胜的要领与方法

加以逻辑展开，即以战争规律性为立足点; 而竹简本的篇次结构序列排比，尤其注重于“兵凶战危”的

宗旨与原则，在此基础上再加以逻辑展开，即以战争价值观为出发点。前者关心的是战争实践中的可

操作性，后者考虑的是战争理念上的永恒合理性与崇高合法性。概括地讲，是前者侧重和倡导“或

然”，后者推崇和张扬“必然”。但由于核心价值规范着事物的本质属性，具有根本的指标性意义，因

此，竹简本有关“十三篇”的篇次排序，似乎更接近孙子撰写兵书的本意，更有其合法性。

二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的价值，更体现为其在文献学上对勘、比较、釐定传世本《孙子兵法》文

字、文义方面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它可以在相当程序上廓清传世本《孙子兵法》在流传过程中因种种

原因所导致的某些文字的歧义，并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时代文化精神折射在《孙子兵法》文本演变上的

诸多特殊烙印，从而更好地接近或复原《孙子兵法》的本来面貌。
首先，它有助于澄清传世历史典籍中征引《孙子》之文有异于传世本《孙子兵法》文字的谜团，解

答由于这类差异的存在而给后人所造成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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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山鹿高祐:《武经七书谚义·孙子谚义》卷一，见《山鹿素行集》，大正元年( 1912) 右川黄印本。
参见王正向:《孙子十三篇竹简本校理》“前言”，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 年。



如《形篇》讨论“攻守”问题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十一家注本、
武经本等都认为: 采取防御，是由于兵力上处于劣势; 采取进攻，是因为在兵力上拥有优势。从文义上

看，这是说得通的。但是考察史籍，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很难解的现象，这就是汉人言兵法、征引《孙子

兵法》者多言攻不足守有余。如《汉书·赵充国传》言:“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后汉书·
冯异传》云:“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那么，这中间的矛盾与扞格，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赵充国与冯

异等人，所依据的《孙子兵法》文本又是什么? 千百年来，人们对此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然而，由于竹简本的发现，我们终于得以知道，在汉代流传的《孙子》中，此句当作“守则有余，攻

则不足”，意为在同等兵力的情况下，用于防御则兵力有余，用于进攻则会感到兵力不足。其文义恰

与赵充国、冯异等人有关《孙子》的引文相同，换言之，赵充国、冯异等人所征引《孙子》之言实有所本。
传世本作“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乃是后世辗转传抄过程中所产生的错讹误植。

又如，传世本《作战篇》有云:“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

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此处，“更其旌旗”意为在缴获的敌军战车上更换上我军的旗帜。张预

注:“变敌之色，令与己同。”更意为变更、更换。旌旗，指古代用羽毛装饰的旗帜，是重要的军中指挥

号令工具。“车杂而乘之”杂意为掺杂、混合。《国语·郑语》云: “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

物。”韦昭注:“杂，合也。”意为将缴获的敌方战车和我方车辆掺杂在一起，用于作战。“卒善而养之”
意为优待被俘虏的敌军士卒，使之为己所用。张预注:“所获之卒，必以恩信抚养之，俾为我用。”卒意

为俘虏、降卒。“胜敌而益强”指在战胜敌人的同时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杜牧注:“因敌之资，益己

之强。”
这样，全句的意思就当为: 在车战中，凡是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就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人。同

时，要更换战车上的旗帜，混合编入自己的战车行列。对敌方战俘要予以优待和任用。这也就是说愈

是战胜敌人，自己也就愈是强大。表面上这么解释似乎文通字顺。但是，如果对照竹简本，我们就会

发现问题，即“卒善而养之”之“善”，汉简本乃作“共”。而“共”之文义，有“共有”的义项，如祸福与

共，《论语·公冶长》:“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也可引申为掺杂、混合的意思。考究

《孙子》全句的文义，很显然，汉简本言“共”是正确的，“共”与“杂”交错对文，均为掺杂与混合，孙子

言此，乃是反复强调在作战中当将俘获的敌方人员、车辆加以利用，混合并掺杂编入己方的车队与军

阵之中，从而来增强自己的力量。这里，孙子说的是因敌之资以助己，借力打力而已，实与优待俘虏风

马牛不相及，张预等人“恩信抚养之”的说法乃望文生义、郢书燕说。由此可见，“共”在传世本作

“善”，当属《孙子兵法》流传过程中为后人所臆改，以迁就所谓“善俘”的主张。①

再如，传世本《军争篇》:“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此处，“上将军”，《菁华录》谓

应作“上军将”。汉简本无“军”字，止作“厥( 蹶) 上将”，张预注: “蹶上将，谓前军先行也。”贾林注:

“上，犹先也。”上将，即上军( 前军) 的主将。此言若军队奔赴五十里地而汲汲争利，则前军的主将会

受挫。《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孙子谓田忌曰: ……兵法，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所引亦称“上

将”，而无“军”字。很显然，传世本“上将军”中的“军”字乃衍文，《孙子》原文当为“上将”。贾林、张
预之注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毕竟是缺乏文献依据的断制，现则凭借汉简本的原始文字而能得以最终

确立。类似的例子也见于《势篇》。传世本“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 ”，然而，此处“必”字，注家多释为

“毕”义。张预注云:“人人皆受敌而无败”，是其所本当为“毕”字。而王皙注则云:“必当作＇毕＇”，是其

所据本作“毕”。那么，其所据本为何者? 在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前是无法考究的。现在这一疑窦则

赖汉简本的发现而得以涣然冰释了: 因为在汉简本之中，“必”正作“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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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代兵书中，“善俘”的主张是常见的，如《司马法·天子之义》即有言:“见其老幼，奉归勿伤; 虽遇壮者，不校勿
敌; 敌若伤之，医药归之。”



其次，通过汉简本《孙子》与传世本《孙子兵法》文字进行对勘比较，我们可以发现: 尽管两者之间

存在着多处的差异歧义，但是，这似乎并不影响各自文本文义句意上的顺畅通贯，分别可以作疏通阐

释，而不会给人们理解《孙子兵法》的思想与相关学理造成太大的困扰与障碍，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

是: 其语境和文义依然存在着高下轩轾之别，在不少情况下，汉简本的用词显然更为贴切妥恰、切中肯

綮，更合乎学理上的逻辑属性，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孙子兵学的深邃哲理与基本原则。
汉简本“合之以文，齐之以武”与传世本“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差异，就很典型地说明在一定的

程度上，汉简本的文字表述要优异于传世本的通常描述。
众所周知，军队作为执行武装斗争任务的特殊团体，要确保其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关键之一是要

搞好内部的治理，即所谓“以治为胜”。而要治理好军队，使它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用得顺手，就必

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因为只有在正确原则的指导之下，再配合以具体的方法和手段( 比如严格军纪、
信赏必罚、强化训练等等) ，才能使全军上下进退有节，团结一致，令行而禁止，无往而不胜。

同先秦时期其他著名兵书，如《司马法》、《吴子》、《尉缭子》、《六韬》等相比，对治军问题的论述，

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并不占据突出的位置。但是，这并不等于孙子本人不重视治军，相反，孙子对这

个问题还是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的，曾就如何治军经武提出过许多精辟的原则。
这些原则的根本精神，就是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文武两手

都要硬，双管齐下，互补协调，共同作用于治理军队的实践。这里所谓的“文”，指的是精神教育、物质

奖励; 这里所谓的“武”，是军纪军法，重刑严罚。孙子指出，在军队管理上，如果没有教化，一味讲求

军纪军法，使大家整天生活于恐怖之中，那么必然导致将士离心离德，矛盾激化，极大地影响部队战斗

力的正常发挥，“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 《行军篇》) 。但是如果不严肃军纪军法，

单纯宽厚溺爱，行“姑息之政”，也势必会导致将士斗志涣散，各行其是，整支军队如同一盘散沙，“卒

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 《行军篇》) ，这同样不利于军队的行动，同样是军队建设上的灾难。
所以，在孙子看来，只有真正地做到教罚并用，宽严结合，方能够“与众相得”，才能有效地控御全军上

下，驱使广大官兵在沙场上同仇敌忾，视死如归，英勇杀敌，从而赢得战争。
但是，在传世本中，“合之以文，齐之以武”乃作“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应该说，从文义上讲，也

是讲得通的。其意为: 要用怀柔宽仁的手段去教育士卒，用军纪军法去约束管制士卒。这也是将帅管

束部队、治理属下的通常做法。即《吴子·论将》所言为将者的基本要求:“总文武者，军之将也; 兼刚

柔者，兵之事也。”
然而，细加体会，我们不得不指出:“合之以文”较之“令之以文”更为妥帖，且在语法结构上与下

句“齐之以武”更为对应和一致。也更接近《孙子》原来文字的本相。考汉简本，此句作“合之以交，济

之以……”此处，“交”当为“文”之误。“济”则当为“齐”之借字。可见，其文为“合之以文，齐之以

武”。若是，则“合”字之义在这里显然要胜过“令”之义。因为，“文”、“武”对文，“合”、“齐”亦对文。
“合”本身亦含有“齐”义。① 《易·乾文言》云: “与日月合其明。”即言“齐”。从语词与语法角度考

察，“令”、“合”、“齐”虽皆为动词，但是，“令”为表述单纯性的动作行为，而“齐”、“合”皆含有动作之

后所呈示的状态之义蕴。据此，则可知孙子所追求的治军理想境界: 通过怀柔宽仁的手段教育士卒，

使全军上下凝聚成一体，通过军纪军法的途径约束管制士卒，使全军上下步调一致。
很显然，按汉简本的文字，孙子在这里强调的是用文、武两手管治部队，并具体说明了治军管理上

的终极目标。而传世本的文字，仅仅表述了孙子的前一层意思，而没有反映出孙子的后一层意思，这

无疑是要稍逊色于汉简本的类似表述的。
我们讲汉简本“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表述要胜于传世本“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表述，也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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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64 页。



文献学上的依据的。《淮南子·兵略训》亦云: “是故合之以文”，可见《淮南子》所据之本，当与汉简

本相同。《北堂书钞》卷一一三与《太平御览》卷二九六引《孙子》时亦并作“合之以文，齐之以武”。
表明在唐宋时期，同样有《孙子》文本与汉简本之文字相同。这些情况均表明，《孙子兵法》此语的正

确文字当为“合之以文，齐之以武”，今传世本“合”作“令”，或因与“合”字形近似而讹误，或涉下文

“令素行”、“令不素行”而臆改。
又如，传世本《计篇》所云“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各

本皆作“不畏危”。这虽于义可通，但殆非《孙子》原文。曹操、李筌等注家均止注“危”字，云:“危者，

危疑也”，杜佑注亦云:“佹者，疑也”，可见，这些注家均不注“畏”字。孟氏注虽注“畏”字，然又云:

“一作: 人不疑”，“一作: 人不危”。意近曹氏诸家之义。考俞樾《诸子平议·补录》。其要云: “曹公

注曰:‘危者，危疑也’，不释‘畏’字。其所据本无‘畏’字也。民不危，即民不疑，曹注得之。孟氏注

曰:‘一作人不疑’，文异而义同也。《吕氏春秋·明理篇》曰:‘以相危’，高诱训‘危’为‘疑’。盖古有

此训，后人但知有危亡之义，妄加畏字于危字上，失之矣。”
应该说，俞樾的见解是正确的。今幸得汉简本而予以证实之。按: 汉简本“不畏危”作“弗诡也”。

“弗诡”即“不诡”，读 gui。古训“违”，训“疑”，即乖违、疑贰之意。《吕氏春秋·淫辞》云:“言行相诡，

不祥莫大焉。”由此可知，孙子言“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弗诡”，其意乃为民众与统治者能做到

生死与共，而绝无二心，而并非简单地指民众不畏惧危险。显而易见，汉简本“弗诡”可以纠正传世本

“不畏危”的错讹，证实自曹操直至俞樾有关“危”字的释读乃是言之有据的。此解释也很好地说明了

“危”字的由来，即“危”系“诡”的借字，义蕴皆为“疑贰”。
类似这方面的文献学贡献，汉简本实不胜枚举。像“王霸之兵”的提法，传世本《九地篇》皆作“霸

王之兵”，如“四五者，一不知，①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 威加于敌，则

其交不得合”云云。很显然，“霸王之兵”的称谓实非《孙子》原文的提法。按，春秋战国时期，只有“王

霸”的提法，而罕见“霸王”的称呼。如《尉缭子·制谈》言:“独出独入者，王霸之兵也。”《司马法·仁本》
云:“王霸之所以治诸侯者六。”《吕氏春秋·知度》: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又《荀子》一书中有《王霸

篇》。故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在校语中指出:“汉简本作‘王霸’胜于传本。”②简言之，汉简本“王霸之

兵”乃是孙子之原意，而传世本“霸王之兵”则是后人在传抄《孙子兵法》过程中出现的错讹。
又，《用间篇》中，孙子提出“用间”的三个前提条件。把它们看作是正确发挥“用间”威力的重要

保证。传世本作:“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从文义上讲，这当然

讲得通。然而“非圣智不能用间 ”，汉简本作“非圣□□□□”，“圣”字下残缺四字，疑原无“智”字。
“非仁义不能使间 ”，汉简本作“非仁不能使……”下缺。“仁”下无“义”字。应该说，汉简本的文字

当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因为，战国中期之前，单音词使用更频繁，战国中期之后，才普遍使用双音节

词，故孔子更习惯于单称“仁”，到孟子那里才热衷于“仁义”并称。③《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晚期，那

时用词的习惯当是“仁”、“圣”相称，而不宜“圣智”、“仁义”相连称。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

解到汉简本保存了《孙子》遣词造句的原始风貌之特点，实可谓难能可贵。
其三，考察和分析汉简本《孙子》与传世本《孙子兵法》的文字差异，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和认

识《孙子兵法》其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所受特定历史文化的影响与规范，看到不同时期文化精神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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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不知”，“十一家注”本作:“不知一”。
《银雀山汉墓竹简》［壹］。
刘笑敢的观点似可为本文这一看法作佐证。他指出: 在汉语词汇中首先出现的是单纯词，只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
展，复合词才逐步出现……在几类不同时期的文字材料中，只要每一类材料都有一定的可比性和足够的代表性，
那么，使用复合词较少的一类，必然是早出的，使用复合词较多的一类，必然是晚出的。参见氏著:《庄子哲学及其
演变》( 修订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9 页。



内容文字变迁上的折射、渗透。换言之，这有助于人们正确释读不同思想文化观念在《孙子兵法》上

所打下的特殊烙印。
《孙子兵法·形篇》有下列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字: “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意谓真正

能打仗的人取得胜利，并不显露智谋的名声，并不呈现为勇武殊俗的赫赫战功，而于平淡中表现出来。
即老子所谓“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因此，杜牧注云:“胜于未萌，天下不知，故

无智名; 曾不血刃，敌国已服，故无勇功也。”然而，对勘比照汉简本同段文字，“故善战者之胜也”，汉

简本乃作“故善者之战”。更为重要的，是汉简本有“无奇胜”三字，甲本作“无奇□”，乙本作“□奇

胜”。而这恰恰是传世各本所皆无的。那么，“无奇胜”这三字是否该有? 怎么来解答为何汉简本“无

奇胜”三字到了传世本那里而不见踪影的缘由? 并进而如何释读与判断汉简本与传世本两者之间，

因“无奇胜”三字的有无而产生的优劣高下? 也就成了当今《孙子》研究者无可回避的问题了。
奇正，是中国古代兵法中的常用术语，其含义非常广泛。一般以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它包括正确

使用兵力和灵活变换战术两个方面。具体地说，在兵力使用上，守备、箝制的为正兵; 机动、突击的为

奇兵。在作战方式上，正面攻、明攻为正; 迂回、侧击、暗袭为奇。在作战方式上，按一般原则作战为

正，采取特殊战法为奇。在战略上，堂堂正正进军为正，突然袭击为奇。
“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这是古人对“奇正”地位和价值最富诗意的评论。“奇正”概念最早

见于《老子》，但真正把它引入军事领域并作系统阐发的，则是孙子。在《势篇》中，孙子用精粹的语言

揭示了“奇正”的基本含义: 凡是开展军事行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在兵力使用上，要用正兵当敌，

用奇兵制胜，“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在战术变换上，则要做到奇正相生，奇正相变，虚实莫测，变

化无端。“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势篇》)

在孙子看来，军事指挥员如果能根据战场情势而灵活理解和运用“奇正”战法，做到战术运用上正面

交锋与翼侧攻击相结合，兵力使用上正兵当敌与奇兵制胜相互补，作战指挥上“常法”与“变法”交替

使用得当，那么就算是真正领会了用兵的奥妙，也为“造势”、“任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孙子确立“奇正”这一范畴后，后世兵家无不奉为圭臬，广为袭用和阐述。如《孙膑兵法( 下编) ·

奇正》说:“形以应形，正也; 无形而制形，奇也”; 《尉缭子·勒卒令》说: “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

先或后，制敌者也”; 曹操《孙子注》说:“正者当敌，奇兵从旁击不备也”。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而到了

《李卫公问对》那里，“奇正”范畴则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它对“奇正”论述更完备，分析更透彻，提

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这比孙子的“奇正”
理论显然更全面，更深刻。但它依旧是祖述和发展《孙子》的逻辑结果。

很显然，如果按照《孙子兵法》整个思想体系范围来剖析，以孙子所提倡用兵打仗必须贯彻“奇正

相生”的原则，做到“以正合，以奇胜”等种种迹象来讲，“无奇胜”三字与《孙子兵法》“奇正”理论相背

离，传世本不见“无奇胜”显然有其合理性。
但是，问题在于:“无奇胜”三字原本是在《形篇》之中。而《形篇》乃是《孙子兵法》全书中专论

“军事实力”建设问题的。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军事实力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军事实力运用

的原则和实力建设的方法、途径诸问题。具体地说，“先为不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是实力政

策;“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即“强攻弱守”是对实力的战略运用;“修道而保法”是发展军事实力的基

本原则，而“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胜于易胜”则是实现实力政策所要达到的上乘

境界。孙子认为，战争指导者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物质条件的优劣，军事实力的强弱，灵活采取攻守两

种不同形式，“以镒称铢”，“决积水于千仞之溪”，以达到在战争中保全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孙子强调实力至上，以提倡发展实力为优先之务，乃是有其深刻思考的。战争归根结底是拼实

力。这就是说，军事实力是军队综合战斗力的具体表现，也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在军事斗争中，奇谋

妙计固然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从根本上讲，强大的军事实力才是真正决定战争胜败天平上的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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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因为不仅“伐兵”、“攻城”离不开一定的军事实力的巧妙运用，就是“伐谋”、“伐交”也必须要以

雄厚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综观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无一不是力量强大的一方战胜力量弱小的一方，

即使本来是弱小的一方，要最后战胜力量强大的一方，也是由于通过各种途径，逐渐完成优劣强弱态

势的转换，使自己的力量最后从总体上超过了最初力量强大的一方而实现的，这是战争活动的客观规

律。杜甫诗云“诸葛大名垂宇宙”，但是不论诸葛亮怎样足智多谋，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熬白了头发，

累酸了腰腿，“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但到头

来依然是僻处西南一隅，“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是因为蜀汉与曹魏实力之比，实在太过于悬殊了，“起

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众寡不侔，攻守异体”，①常言道，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有克”的命运乃是注定了的，后人们除了替他一掬同情

的眼泪，“长使英雄泪满襟”，还真的无法再作其他解释。隋王朝一举灭亡南朝陈国，完成统一南北的

大业，人心向往统一、战略决策高明、作战指挥卓越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但是归根结底，在于隋王

朝包括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较之于陈后主方面，实乃“以镒称铢”，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由此可见，

孙子对军事实力建设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并用专门的篇章加以深入详尽的探讨，这的确反映了其军事

思想注重实际、尊重客观的科学理性精神。
明乎《形篇》的宗旨，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属于较早期《孙子》版本的汉简本《形篇》中，会有

“无奇胜”这样的文句了。为了突出和强调从事军事实力建设的至高无上性，孙子他可以将“正合奇

胜”“出奇制胜”“奇正相生”等一般原则暂时放置一边，提倡一切从根本做起，强本而固基，主张人们

不要玩弄小聪明，应老老实实，脚踏实地，把加强实力作为重中之重。在这种强调与张扬实力优先原

则的背景下，《形篇》中遂有了貌似与“奇正”原则相悖，实际精神实质一致的“无奇胜”这类文字了。
换言之，“无奇胜”一语在《形篇》中出现，实际上就是孙子为了最大限度突出军事实力的中心地位之

文字修饰手法，既是合理的，也是别出心裁的。应该说，这样的特定篇章之特定表述，“无奇胜”的提

法并非为个案，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在所多有。如《形篇》言“胜可知而不可为”; 《虚实篇》言“胜可

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等等，就是类似的例子。它们看起来自相矛盾、扞格乖舛，其实内在统一、
浑然一体。仅仅是外在形式表达上的各有侧重而已。传世本的传抄整理者，未能深谙孙子的苦心孤

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到“无奇胜”一词，马上联想起孙子所主张的“正合奇胜”用兵原则，进而

判断“无奇胜”与“奇正相生”相背悖乖戾，于是在传世本定型过程中，自以为是地将它删去，还自鸣得

意。其实，他们这么做，恰恰是弱化了《孙子兵法》哲理的深刻性、睿智度，或多或少使孙子深邃的辩

证法思想趋于平淡化，买椟还珠，可谓是《孙子兵法》一书的“罪人”。而让我们感到欣幸的是: 银雀山

汉墓竹简本《孙子》的面世，遂使“无奇胜”这一精言妙语能重见天日，帮助我们对《孙子兵法》一书哲

学上的深刻辩证法又有了更为深切的体悟。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计篇》之中。其言“五事七计”，其中，解释“天”之内涵时，汉简本较之于传

世本，除“阴阳、寒暑、时制也”外，又多出“顺逆，兵胜也”五字，为各本所无。这里，所谓“顺逆”乃是

以阴阳向背为禁忌，所谓“兵胜”则是以五行相胜为禁忌。②

我认为，汉简本有此五字，恰好说明它更为接近《孙子兵法》的原始面貌。《孙子兵法》为“兵权谋

家”，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所言:“权谋者，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

阳，用技巧者也。”可见，“包阴阳”乃《孙子兵法》的必有之义。考察今本《孙子兵法》，我们可以发现

其涉及“阴阳”的痕迹尚有存在。如《虚实篇》有云: “画地而守之。”李零在其《兵以诈立: 我读〈孙

子〉》一书中认为，画地本为一种画地为方，不假城池，禁鬼魅虎狼的防身巫术。后来兵家用来指营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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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张俨《默记》。
参见李零:《兵以诈立: 我读〈孙子〉》，北京: 中华书局，2006 年，第 62 页。



的规划，指出孙子在此处指划定范围，不用沟垒，喻其至易。而这就是“兵阴阳”的特色。这个解释颇

有新意，可资参考。① 又如《行军篇》言:“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这里同样有“五行相生相胜”的“阴

阳五行”含义在内，也是“兵阴阳”的语言。
但是，《孙子》中“兵阴阳”的成分是相当有限的。其本质特征，乃是《用间篇》所云的“先知者，不

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的进步，“兵阴阳”在越来越多的人眼里显得荒诞不经，乖谬妄戾。故《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

下”尝言:“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当丁宁诫之。”可

见，至唐宋时期，“兵阴阳”虽仍存之于世，但影响与作用其实是在一步步弱化之中。之所以不废“兵

阴阳”，亦仅仅如李靖所言，是为了“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罢了。缘是之故，汉简本所处的时

代为“阴阳灾异”思潮弥漫的汉代，故很自然地保留了诸如“顺逆，兵胜也”等充满“兵阴阳”色彩的文

字，而宋代最终付梓刻印的传世诸本，则致力于冲淡弱化“兵阴阳”的痕迹，故顺理成章将“顺逆、兵

胜”等文字删去抹煞。应该说，这种文字上的变化绝不是简单的版本异同问题，其背后乃是有深厚的

历史文化变迁因素在起着指导引领和制约规范的作用，是打上了深刻的时代文化精神烙印的。
综上，本文通过对汉简本《孙子》与传世的《孙子兵法》宋刻“武经本”、“十一家注本”的初步比较

研究，就两者之间诸如“顺逆”、“无奇胜”、“攻则不足、守则有余”、“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等关键语词

所存在的差异做出自己的阐释，以力求说明汉简本在不少方面较之于传世宋本，更接近于《孙子》文

献的原始面貌，更加符合孙子兵学的内在逻辑与核心精神，并试图就导致这些异同之所以发生的深层

次历史文化原因做出我们自己的解释。当然，汉简本的文献学价值远远不止于这些方面，至少，它还

包括了可以为我们深化有关《孙子兵法》成书年代的认识提供可贵的帮助、使我们有可能更恰当地评

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史料依据及其价值，等等，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限于水平与篇幅，

诸如《孙子兵法》成书年代的再研究，等等，本文也只能暂付阙如，俟诸他日。
但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 汉简本《孙子》虽然具有重要的文献学研究价值，但它的发现并不能对

传世本《孙子兵法》的整体结构产生颠覆性的冲击，导致决定性的改变，更不能取代传世本《孙子兵

法》在今天研究与弘扬孙子兵学上的主导性地位，这一点当是毫无疑义的。换言之，至少在《孙子兵

法》与中国古代兵学研究领域，所谓“重写学术史”的“曙光”，并没有任何的端倪与征兆。

( 责任编辑: 匡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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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hilological Values of the Dongjak Han Bamboo Slips of The Art of War Huang Pumin

The philological values of the Dongjak Han Bamboo Slips of the Art of War are various. First, the arrangement of the chapter order
is different from the version handed down from the Song. It begins from Chapter Ji and ends in Huo Gong basing on the war value and
emphasizes the war’s negative influences, which is a more reasonable demonstration on the military strategies of Sun-Tzu. Second, it
clarifies some puzzles on the version differences, e. g., Attack is enough while defense is lake should be written as Defense is enough
while attack is lack. Third, the contents of the Bamboo Slips are more suitable to the contexts, e. g., to unite in a soft way is better than
to educate in a soft way. Last,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se two versions benefit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pecific feature of the his鄄
torical culture.

Mythology Research on Sishi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Zhang Yuxin, Li Li
Silk Manuscript Sishi is a creation myth, basing on the theme of the formation of Suishi. The formation of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is due to Yin and Yang, five elements as the symbol system and service to the purpose and the role. And they are embodied in the pro鄄
cess of composition of Sishi adhering to the Yin and Yang, five elements and ideas of the author to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 The myth
of the silk book Sishi is beyond the primitive myth category. The myth of the silk book Sishi for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the an鄄
cient Chinese mythology research can’t be underestimated.

Studies on Chengwu of the Bamboo Slip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King Wen Shou Ming Chen Yingfei
The author believed that Shou Ming means that Zhou accepted the command from heaven to administrate the people and territory

instead of Shang. The concept of “King Wen Shou Ming”, “King Wen and King Wu Shou Ming”, had both appeared in the early West鄄
ern Zhou Dynasty. And the former was popular during this period, and the later refers to Chengwu, which might be popularized in the
mid-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After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some derivative recordation from King Wen Shou Ming were caused
by misreading of literature. The story about how King Wen resolved the argument of Yu and Rui might be from Sima Qian’s misrea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Lushi.The notion that King Wen having the right to conquer others might be an amalgam of the record of King Wu
Shou Ming only nine years in today’s version of Jinian and King Wen’s right of conquering others in Zhou Benji.

The Strategy for National Image Building and Communication Fan Hong
In order to promote true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e China effectively to the world, it is important to investigate and research the

means by which to build an effective Chinese national image and accompanying sustainabl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takes the stance that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national image takes place in the long-term and requires sufficient strategic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cluding concerted effort and support from all levels and divisions of relevant management. Building national image
requires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core values of the country, as well a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que features of its cultures and peo鄄
ple. Based on this research, brand positioning strategies should be adopted with the subsequent implementation of an integrated mar鄄
keting communication plan.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building of national image should be multi-faceted. Outputs should include:
focused work on the design of the national logo, representation of the holistic image of the country, the image of government, businesses,
cities, historical heritages, culture, people, etc. The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plan should be carried out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news releases, advertisements, public events, word-of-mouth,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public diplomacy, public relations
and so forth.

A Preliminary Study on Luo Jialun’s View on Youth Education Jiang Liwen
Luo Jialun’s view on youth education was formed gradually at home and abroad, but as a relatively complete system of thought, it

was elucidated and improved continually during his working in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Its purpose and
goal w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in ideals & beliefs, knowledge, personality and physical, by means of complete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y, which is also the main body of his view on education. Its aim was to build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young people
with sound body, rationality, caring human emotions, a reasonabl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pursuit of the perfect harmony. In a large
scale, it entrusted Luo Jialun’s own pursuit of life, value orientation and feelings of obsession.


